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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两弹一星”战略决策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新中国 20 世
纪辉煌的历史成就之一，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
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出的奇迹。 1964 年
10月 16日， 在中国西部大漠深处升起的蘑菇
云震撼了整个世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
功； 1967 年 6 月 17 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
成功，实现了核技术的又一次飞跃。 中国的核
科技力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70 年 4 月
24日，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太
空中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 至此，我国跻身
少数独立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并在
某些关键技术领域走在世界前列。 “两弹一星”
的研制成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竖起了一道安
全屏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是怎样作
出研制“两弹一星”战略决策的，本文拟对这一
过程作一梳理和探究。

一、毛泽东从国家安全出发，
决策研制“两弹一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受雅尔塔体制的影
响，世界分裂为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对立
阵营。 为了争夺在远东的势力范围，1945 年 8
月 6日、9日，美军大型轰炸机分别在日本广岛
和长崎投下了刚刚研制出来的原子弹，两地上

空升起的蘑菇云，久久不散，这场人类有史以
来的巨大灾难，造成了日本 10 万多人死亡和 8
万多人受伤。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核打击展现
了原子弹巨大的杀伤力与威慑力，也使人们对
利用原子核的裂变或聚变的巨大爆炸力制造

核武器有了认识。
1946年 8月 6 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

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说：“原子弹是美
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 看样子可
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
模屠杀的武器， 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
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
虎。 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
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从长远的观点看
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
属于人民。 ”[1](pp.1194-1195)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把原
子弹比作“纸老虎”，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在战略
上对核武器的藐视。 毛泽东曾多次指出，革命
者必须在战略上、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
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同时，又要在战术上、
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
问题上，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
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
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
人。 1965年 1月 9 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进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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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 当被问到：“主席还是
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 ”毛泽东回答：“我不
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 但是最后它
是要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它没有
了嘛！ ”[2](p.401)

使毛泽东对原子弹有直观了解的是 1950
年访问苏联。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观看了苏
联于 1949 年 8 月 29 日成功爆炸原子弹的纪
录片，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
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
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3](p.185)

战略核武器不仅成为遏制对手的重要砝

码，也是军事手段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
的表现形式。史料显示，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曾
先后遭受 4 次核打击威胁：
第一次，朝鲜战争期间。 1950 年 10 月，中

国人民志愿军大规模入朝参战使美军在朝鲜

战场遭到惨败， 引起了美国朝野的震惊和恐
慌。 恼羞成怒之下，杜鲁门抛出了他的最后一
张“王牌”———原子弹。
原子弹是美国掌握的一个重要的威慑武

器。 早在 1950 年 7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政策设
计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提出，如果中国或
苏联军队在朝鲜参战， 美国应该使用原子弹，
并认为这可以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同年 11
月 20 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应着手研
究对朝鲜、中国东北以及内陆实施核打击的问
题， 他们认为倘若中国全力以赴地进行干预，
那么使用原子弹是必要的。 当五角大楼在秘密
讨论使用原子弹的时候，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
上泄露了“天机”，他在回答问题时说：“同以往
一样，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应付军
事局势”，“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 12 月，
一枚尚未完全装配完毕的原子弹，被悄悄运到
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预备伺机
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攻击。 1951 年 4 月，志
愿军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后，杜鲁门下令向关
岛地区紧急运送核部件，美军还在几个月后举
行了核战演习，并且公开予以报道。 美国军方
更是一直主张“给中国人颜色看看”。 麦克阿瑟
甚至建议，投掷 20―30 颗原子弹轰炸中国，在
中朝之间沿鸭绿江设置一条放射性地带。 他认

为，采取这些行动，将严重削弱并大大抵消中
国进行战争的能力，从而确保美军在朝鲜战场
的胜利。
毛泽东在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

时，已经作出最坏打算，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
况下同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直接较量。 1950
年 9 月 5 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9 次会议上讲到朝鲜战局和我们的方针时说：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
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对
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
短打而是长打， 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弹，
我们要有充分准备。 你如果一定要那样干，我
们就跟上来。 ”[4](pp.93-94)这反映了毛泽东毫不畏惧

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
第二次，越南战争第一阶段期间。 1954 年

3 月，3000 法军在奠边府陷入越南人民军重
围，法国将军厄雷飞赴华盛顿向美国人求援。 5
月 25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议，如果中国
军队支持越南人民军进攻河内，美国应立即用
原子弹轰炸中国。
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1955年初，解

放军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后，美国认为解放
军将对金门、马祖发起总攻，担心美国可能会
卷入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之中。 艾森豪威尔总
统向美国国会提出 “特别咨文”， 要求国会授
权，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使用武装部队“保卫
台湾”和“军事上的外围阵地”，并扬言必要时
将使用原子弹。
第四次，解放军炮击金门期间。 为打击国

民党“反攻大陆”的部署，1958 年 8 月 23 日，解
放军开始炮轰大小金门等岛屿。 美国参谋长联
席会议主席特文宁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提出：
“向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 5 个机场各投一枚当
量为 7000 吨至 1 万吨的战术核弹， 观察中国
的反应。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要求对中国进
行核打击。
但是， 美国的核大棒没有吓倒毛泽东。

1955年 1月 28日， 毛泽东在接受芬兰首任驻
中国大使递交国书时谈话说：“美国的原子讹
诈，吓不倒中国人民。 我国有 6 亿人口，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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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人。 ”“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
国是飞机加原子弹。 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
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
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 ”
同年 3 月 31 日， 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

会议上讲话指出：“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
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 世界上的事
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
个东西降它。 ”[4](p.404)

作为战略家， 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朝鲜战争中的较量，敌我
武器装备的悬殊，给毛泽东“可以搞一点”原子
弹的想法注入了催化剂。 恶劣的外部环境，更
促使毛泽东考虑加快发展原子能技术。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的国

防工业正在建立。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
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
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 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
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
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
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
和大炮， 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在今天的世界
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
西。 ”[5](p.27)1963年 9月，毛泽东指出：“如果不在
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
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
避免的。 ”[2](p.340)毛泽东深谋远虑，从国家安全出
发，既藐视原子弹是“纸老虎”，也下决心要搞
世界最尖端的核技术。

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
为中国赢得了历史的机遇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制定的发展核
武器的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建立战略同盟，争取和平空

间。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
政》一文中，明确提出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
民主阵营之内的“一边倒”国际战略。 中国共产
党与苏联共产党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
党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 中国革命也得
到苏联的援助。 “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召

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和在其后

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
放战争的国家。 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以
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
的国家。 ”[6](p.1085)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

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在新中国恢复
经济和发展生产、进行建设方面，需要苏联的
援助；对国家的管理也需要苏联的指导。 选择
“一边倒”战略，成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发展友
好关系的必然结果。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毛泽
东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个月，便踏上访苏的
旅程。 在毛泽东的积极努力下，中苏两国签订
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规定了中
苏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
全面合作，确立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 《中苏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一条规定：“缔约国双方
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
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

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 一旦
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

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
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
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
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
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这明确规定了
中苏两国任何一方受到侵袭而处于战争状态

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巩固了

东方的和平。1950 年 4 月 10 日，毛泽东在一届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 3 次会议上讲到《中苏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说：“条约定下来比不
定好。 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
不然人家干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 现在把两
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
经济建设。 外交上也有利。 为建设，也为外交，
而外交也是为建设。 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
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
可能性。 ”[7](p.56)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定的中苏战
略同盟关系实际上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争取到

了一个和平空间。 事实证明，尽管美国在朝鲜
战争和台湾海峡危机中多次威胁要对中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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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核武器，由于这一条约的存在，使得美国最
终不敢轻举妄动。
第二个阶段，利用外援发展核工业。 朝鲜

战争期间,美国扬言“要把核武器当作普通炸弹
来使用”。 朝鲜战争的较量，使毛泽东对发展核
武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
识到在核威胁下，只有手中握有核武器，才能
最终消灭核战争，因此必须发展核武器，抢占
战略制高点，以取得战略上的有利地位。

1954年 6月 14日，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第 30 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感慨：“现在
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
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
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
能造。 ”[4](p.329)以当时我国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

件，要迅速发展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有很大
的困难。 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争取得到苏联的支
持与援助。 同年 10月，赫鲁晓夫来中国参加国
庆 5 周年庆典时， 毛泽东提出希望苏联在核
弹、导弹技术方面提供帮助。 赫鲁晓夫没有答
应， 他劝说毛泽东应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不
要搞这个耗资巨大的东西，但表示可以在原子
能的和平利用方面给予援助。苏联政府于 1955
年 1 月 17 日声明， 将帮助中国和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推动原子能和平利用”，并提供用于科
学研究的原子反应堆和供研究的裂变材料。 同
年 1 月 20 日，中苏签订《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探工
作的议定书》。 此后，中国政府先后同苏联签订
铀矿地质勘察、核科学技术研究、工业项目建
设等协定。 这些协定不但为中国核工业在初创
时期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将苏联的援
助范围扩大到核军事领域，从而为中国发展核
武器提供了外援方面的保证。
赫鲁晓夫的态度，激发了毛泽东发展核力

量必须依靠自力更生的决心。 1955 年 1 月 15
日， 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
门听取科学家介绍在我国广西省发现的铀矿，
地质学家李四光讲解了铀矿资源勘探与发展

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详细分析了中国有利
于铀矿形成的地质条件，并对中国的铀矿资源
前景作了预测。 会上他还将铀矿石标本和探测

仪器现场演示给与会者看。 毛泽东在听完汇报
作总结性讲话时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
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
矿来。 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
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 过去几年，其他
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 这件事总是要
抓的。 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只要排上日程，
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8](p.288)这次会议

作出了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 从此，中国人
民踏上了追逐“蘑菇云”的征程。

1955年 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
表会议上所作结论中宣布：“我们进入了这样
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
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
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
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4](p.395)这些富有远见的思

想，成为我国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指针。
苏联的帮助推动了我国的原子能研究。

1956年 4月 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抽调干
部和工人参加原子能建设工作的通知》，指出：
“最近十多年来， 世界各国对于原子能的研究
和利用，正在一日千里地发展着。 在军事方面，
先后出现了原子弹、氢弹，以原子能为动力的
潜水艇等；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原子能发
电站建设的成功，给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难以
估量的巨大的动力资源，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
在工业、农业、医药和科学研究等各方面的广
泛利用，将无限提高科学技术的水平。 鉴于上
述情况，中央已经决定对于原子能的研究和建
设事业，采取最积极的方针，并且在苏联的帮
助下，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接近和赶上世界的
先进水平。 因此，必须迅速地全面地开展对于
铀及各种特殊金属的勘探、 开采和冶炼工作，
进行各种化工材料的生产、各种特殊机械及仪
表的制造， 原子堆和加速器的设计和建造，以
及原子能科学研究和干部培养等一系列新的

工作。 ”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
武器的新阶段。

1958 年 5月 17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
次会议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
召，研制“两弹一星”工程就此拉开序幕。

1957年， 赫鲁晓夫为了战胜政治对手，积

55- -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2 年第 12 期

极调整对华政策， 希望中共中央对他表示支
持。毛泽东为照顾中苏关系，公开表态支持。鉴
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中方适时地
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 苏方迅速作出
同意答复， 并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
术，帮助建立核工厂。 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所需
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在中国建成
了铀矿、 核燃料棒工厂以及卫星研制基地、核
实验场等。 [9]

1958年 6月 2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
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那个原子弹，听说就
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
不算数。 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 搞一点原子
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
能的。 ”[10](p.374)这时，毛泽东列出了制造核武器的
时间表。
第三个阶段， 自主优先发展国防尖端技

术。1959 年 6月，中苏出现分歧。随后苏联拒绝
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 原本
已经准备好两节车皮的模拟原子弹和测试控

制器及原子弹支撑的铁架，不再运往中国。
1960 年 8月，苏联撤走了他们在华的全部

技术专家，并带走了重要图纸资料，停止供应
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材料。 这对于刚刚起步
的中国核工业不啻是一次重大打击。 有些外国
媒体幸灾乐祸地断言：中国核工业已“处于技
术真空状态”，中国“20 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当苏联撤走专家的消息传到北戴河中央工作

会议上时，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气魄说：“要下决
心搞尖端技术。 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
极好！ 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①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和苏联政府的背

信弃义，并没有阻止中国追赶“蘑菇云”的脚
步，反而促成了中国自主独立研制“两弹一星”
的历史性转折。1959 年 6月苏联拒绝提供援助
后，同年 7 月，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
起，准备用 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11](p.585)

研制“两弹”是现代各种科学技术的高度
综合，其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生产
部门和技术领域。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遭遇
的严重自然灾害，以及政策上的失误，导致国

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面对困难，有些人认为
国防尖端技术研究花钱太多，影响了国民经济
其他部门的发展，主张只搞飞机和常规武器装
备，不搞导弹、原子弹等尖端武器研制。 在“上
马”与“下马”的争论中，中共中央确定了一条
“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 具体
安排是：在科研与生产的关系方面，以科研为
主；在尖端与常规的关系方面，以尖端为主。 在
确保“两弹”及其配套设备的前提下，再按照空
军、 海军和陆军大型装备的顺序安排科研任
务。 [12](pp.812-813)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更有力地
促进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取
得更大成果，1962年 12 月 14 日， 中共中央作
出《关于成立 15 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由周
恩来为主任。 专门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
各有关方面大力协同，密切配合；督促检查原
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根据需
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及时进行调度。
同时明确提出国防尖端科技要“先抓原子弹”。

1964 年 10月 16日，我国首次原子弹试爆
成功，中国拿到了核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
为了进一步打破核大国的垄断，中央决定要加
速研制氢弹。 氢弹的研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
在制造技术上远比原子弹更为复杂。 与原子弹
相比，氢弹绝不仅仅是量上的突破，而是质的
变化。
经过两年多时间研发， 1967年 6月 17日，

我国成功进行了百万吨级的氢弹空投试验。
中国不但有了原子弹， 而且制造出氢弹，

当毛泽东的预期目标全部实现时， 他风趣地
说 ：“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
章。 ”[12](p.809)在毛泽东的幽默中，或许隐含着他既
没有忘记赫鲁晓夫给中国发展核技术的压力，
也没有忘记苏联科学家和人民给中国的巨大

帮助。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方针，在

世界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核武器两个发展

阶段的任务。 中国西部戈壁荒滩上的一声巨
响，使中国从一个贫弱的国家成为一个独立掌
握核技术的国家。

①引自《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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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提升了
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的成功，对冷战时期国际战略格局产
生了重要作用。

1970年 4月 11日， 日本将一颗柚子大小
的探测装置发射到地球轨道，宣布成为世界上
第 4 个拥有卫星的国家。 10 多天之后的 4 月
24 日，中国“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升空，
中国成为世界航天家族一员。

“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
地位，促进了我国外交的发展。 在中、美、苏战
略大三角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1971 年
7月，美国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国和美国两
个大国隔绝了 22 年的坚冰开始融化， 这其中
一个重要的因素无疑是中国力量的大幅提升

所带来的战略地位的改变。 同年 10 月， 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恢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从 1965 年到
1975年的 10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由 49 个
猛增到 107 个，中国不但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信
赖的朋友，也逐步实现了与西方许多国家关系
的正常化。

“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打破了霸权主义对
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垄断， 保障了我国的安
全，使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 军
事实力是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
决定大国国际地位和发言权的重要因素之一。
只要国际形势局部动荡，霸权主义、单边主义
和强权政治的干涉还存在，军事实力的强弱就
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大国的国际地位和作

用。 正如江泽民所言：“如果没有当年毛主席、
周总理领导我们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搞出的

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我们不会有今天这
样安全的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 在这个世界
上，最后还是要拼实力的。 ”[13](pp.323-324)

“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撑起了中国经济崛
起的保护伞。 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中，
经济是基础，科技是先导，而军事则是牢固的

后盾和最终的保障。 1988 年 10 月 24 日，邓小
平在谈到发展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历史
意义时深刻地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
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如果
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
射卫星， 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
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这些东西反映一个
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
达的标志。 ”[14](p.279)

“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国
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带动了我国科技
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和平之可贵，在于赢得和平不易，维护和
平也不易。 维护和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安全，
必须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
经济新秩序。 进一步探讨毛泽东发展“两弹一
星”的战略决策思想，将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
启示。我们要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历
史证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下决心搞出
“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是中华民族免遭战争
之苦的强大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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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ppli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 materialism to discuss the pentad’s basic connotations, developing train,

relations and basic requirement and highlights the features of system, practice, theory and nation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overall pentad arrangement. （ZHU Bing-yuan Qiu Gen-fang）

On Carrying out the Party’s Theoretical Innovative Achievements：To carry out the Party’s theoretical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requires careful study, faith and use. In study, it requires us to master theory text, use well learning resources

and put it practice; in research, the new achievement should be used to explain new phenomena, new problems and raise

theoretical coverage; in sharing experience, the ordinary stories shall reflect spiritual force and increase theoretical

charisma; in effect, various methods shall be used to ensur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be carried out faithfully.（GAO Zu-lin）

Deng Xiaoping’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cientific Recognition and Upholding Guiding Posi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ominate posi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Deng Xiaoping was

dedicated to uphold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it. He opposed to vulgarizing it and was against the “two whatever” dogmatism,

first proposing the grasp of scientific ideology of Mao Zedong Thought in a complete and accurate way. He insisted on

evaluating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Mao Zedong scientifically and summarizing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of Mao Zedong

Thought, which safeguarded the authority of it.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 Thought gave birth to Deng Xiaoping Theory, which acted as a connecting lin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and guaranteed the consistent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ideology, providing driving force and spiritual motive

power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OUYANG Xue-mei）

Several Questions on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In 194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which indicated

China entered the New Democratic Society. In 1953, Mao Zedong raised the General Line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which

started the large-scal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n 1956, after the fulfillment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China entered

socialist society.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witnessed a sound development

from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the reas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manifold. There are many useful experiences we can draw from the New Democratic Society but we

needn’t “go back”, we can better explain the present social phenomenon and solve the current social problems with the

theory on the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LUO Pinghan ）

Mao Zedong and the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Strategic Decision：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broke the hegemony on the nuclear and space technologies monopoly, which safeguarded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made China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Facts proved that military strength was one

important factor in deciding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speech right of big power. To further explore Mao Zedong’s

development on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strategic decisive ideology, we would get some useful enlightenment.
（WANG Ji-yi）

Reasons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CP’s International Power of Discourse” from

1936 to 1945：From 1936 to 1945, the CCP international power of discourse has been developed greatly, which is mainly

expressed by the effective identifications and active feedbacks by other countries. The reason of this improvement lies in

several aspect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CP, the increasing of Chinese soft power and hard power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power of discourse; high-quality discourse officials have left better impress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high-profile topics have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and concer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solid platform has expanded the influence of CCP and its remarks. The strengthening of CCP international

power of discourse shows that in addition to a strong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we should also establish a well -

qualified discourse staff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design two kinds of topics and set up two domestic and overseas

platforms.（HUANG San-sheng）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m：Countries, as the “visible hand”, pla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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